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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公正如何激发组织活力？
——群体层面公正氛围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张晓怿,  王云峰
（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天津 300401）

摘    要： 本文从群体层面实证研究了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首次从

过程氛围和战略氛围的角度，研究了公正氛围对建言氛围的影响，首次从群体层面探讨了程

序、分配、人际和信息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影响及建言氛围的中介作用，并修订了公正

氛围量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公正氛围能够作为过程氛围促进战略氛围—建言氛围的

产生。程序、分配、人际和信息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建言氛围具有完全或

部分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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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一个组织要想在当今充满竞争的社会环境中立足和发展，就必须要时刻保持组织的活力。

而组织活力的重要来源之一便是组织内部员工们能进行积极、合理地建言（voice）。而与建言

相对的沉默（silence），小则影响组织绩效（Perlow和Williams，2003），阻碍组织多元变革及发展

（Morrison和Milliken，2000），大则会造成公司破产（如2001年的“安然事件”①），甚至导致事故

性灾难（如2003年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事件”②）。员工建言，一方面可能源于对组织某

些现象（如分配不公、领导不尊重下属）心存不满，为了改变现状而被迫发声；另一方面也可能

收稿日期：2017-08-10
作者简介：张晓怿（1981—），男，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

王云峰（1952—），女，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第 40 卷 第 6 期 外国经济与管理 Vol. 40 No. 6
2018 年 6 月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Jun.  2018

①2001年12月2日，曾是世界上最大能源、商品和服务公司之一的美国安然（Enron）公司，因财务造假问题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该案成为
美国历史上企业第二大破产案（百度百科）。此前，多名员工已经意识到了公司在财务方面的问题，但都因害怕而保持沉默（Milliken等，2003）。

②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结束任务返航途中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经查事故原因为隔热层脱落击中飞船左翼前
缘所致。2013年，美国宇航局（NASA）某飞行主管披露，当年该飞机机翼受损后，尽管NASA的高级工程师们早就发现这一致命故障，并相信这
架飞机在返航途中将机毁人亡，但NASA主管和同僚却一致同意向宇航员隐瞒事实。因为NASA高层相信，与其让宇航员知道实情后在痛苦绝
望和折磨中度过他们的生命最后时刻，还不如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死去！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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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到组织公正①环境的鼓励和领导关怀的感召而主动发声（Morrison，2014）。段锦云（2012）
通过研究组织公正与不公正对建言与沉默的不同影响发现，正面情绪（如组织公正感知）会促

进员工建言，而负面情绪（如组织不公正感知）虽也会引起建言，但更会导致员工沉默。因为此

时员工可能因心存顾虑而选择明哲保身，或对组织失去信任而不愿建言。可见，员工感知到的

组织公正程度是影响其能否建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有关于组织公正对建言行为影响的研究，多是从个体层面探讨组织公正感知对员工个

体建言行为的影响，缺乏群体层面公正氛围（justice climate）对群体建言行为（group voice
behavior）的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而个体层面组织公民行为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一定在群体

层面普遍适用（Morgeson和Hofmann，1999），二者在适用范围和对不同群体规模的决策影响机

制上都有较大差异（段锦云和张倩，2012）。因此，群体层面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影响，是

否与个体层面二者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其中的影响机制又是什么，这是本研究要重点解决的

问题。

本研究以77个工作组的392名员工为样本，采用主管领导和员工分开填写问卷的方式，实

证研究了公正氛围对建言行为的影响以及建言氛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一方面将对组织公

正、建言行为和组织氛围的研究具有一定理论贡献，另一方面将对组织促进群体员工建言，激

发组织活力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理论贡献方面：第一，从群体层面研究了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

行为的影响，是对组织公正理论和建言理论的拓展；第二，关于公正氛围对建言氛围的影响，及

建言氛围中介作用的研究，是对过程氛围与战略氛围理论的实证研究尝试；第三，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修订了公正氛围量表，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测量工具。实践指导方面：第一，组织和

管理者要重视促进员工建言，员工的群策群力是组织活力的重要来源；第二，公正的组织氛围

将会促进整体员工建言行为。组织不仅应注重分配结果的公正，还应保证分配的政策和程序的

制定和执行公正，同时领导应尊重、信任下属，并经常就分配的政策、程序和结果与下属进行解

释；第三，公正氛围有益于良好建言氛围的形成，并会进一步激发群体员工的建言行为。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公正氛围与建言行为

Greenberg（1987）将组织公正定义为员工对工作环境中公正程度的感知。Naumann和
Bennett（2000）首次将组织氛围与组织中的公正现象相结合，提出了程序公正氛围的概念，并

将其定义为成员对组织公正程度的集体认知。研究发现，公正氛围能够对个体层面的员工组织

承诺、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工作—家庭冲突、组织公民行为、心理健康、研发绩效等方面产生

跨层次的影响（Naumann和Bennett，2000；Simons和Roberson，2003；Judge和Colquitt，2004；
Liao和Rupp，2005；Spell和Arnold，2007；张汉鹏等，2014；）。在群体层面上，公正氛围能够影响

群体组织公民行为、群体绩效、群体组织承诺、群体工作满意度等（Colquitt等，2002；Ehrhart，
2004；容琰等，2015）。

关于组织公正的结构组成，学者们至今未达成一致（Colquitt等，2013）。Colquitt（2001）在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个体层面的组织公正感知分为程序、分配、人际、信息四个维度，并通过

对此前25年实证研究的元分析发现，这四个维度可以单独存在，能够对结果变量产生不同的影

响。Colquitt等（2013）再次通过元分析证实了他们此前的研究结论。张松等（2010）认为，组织公

①也有国内学者译作“组织公平”，如段锦云（2012）、张汉鹏等（2014）。公平指公平正直，侧重“平”字，强调衡量标准的同一个尺度，带有明
显的工具性，多与英文“equity”或“equality”对应；而公正指公平正义，侧重“正”字，反映出基本价值取向，强调正当性，多与英文“justice”或
“fairness”对应（高记和马红宇，2011；李晔等，2003）。基于此，本文采用“组织公正”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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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实质上是结果（利益）如何分配的“决策”过程：人们对于决策结果本身会存在公正与否的判

断，即分配公正；决策结果如何制定的，则是程序公正所关注的；制定和控制决策过程需要人的

参与，人际公正便应运而生；对于决策结果和决策方法人们需要知情权，即信息公正。四者是相

互联系、有机统一的。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根据Colquitt（2001）对组织公正感知的四维度分法，结合组织氛围

的定义，将群体层面的公正氛围分为程序公正氛围（procedural justice climate，员工对有关分

配、奖励、晋升等方面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公正程度的共享感知）、分配公正氛围

（distributive justice climate，员工对所得报酬反映自己工作付出真实程度的共享感知）、人际公

正氛围（interpersonal justice climate，员工对领导信任、尊重、支持下属程度和评价下属公正程

度的共享感知）和信息公正氛围（informational justice climate，员工对领导就工作中有关程序、

分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及时、耐心、详细解释程度的共享感知）。

Hirschman于1970年最早提出了建言行为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员工对组织不满时为了改

变现状而付出的努力（Morrison，2014）。Van Dyne和LePine（1998）则从角色外行为（extra-role
behavior）角度出发，认为建言行为是员工为了改善组织环境而表达建设性意见的一种促进性

行为，其目的在于改进，而非仅仅是批评。这两种定义只是分析角度不同，实质上均将建言行为

视为组织或群体应予以激励的一种正面行为（于静静和赵曙明，2013）。群体建言行为是群体成

员建言行为的集中体现（Frazier，2009），包含群体成员间的互动，而并非个体建言行为的简单

叠加（Ehrhart，2004）。研究表明，组织公正感知（佟丽君和吕娜，2009；Takeuchi等，2012；王怀勇

等，2013）、家长式领导（周浩和龙立荣，2011；段锦云，2012）、建言氛围（Frazier，2009；
Morrison等，2011；Frazier和Bowler，2012）、大五人格（段锦云等，2007）等能够影响员工个体建

言行为。Frazier（2009）则研究了建言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促进作用。

关于组织公正和建言行为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多是从个体层面研究员工组织公正感知对

其建言行为的影响（如佟丽君和吕娜，2009；Takeuchi等，2012；王怀勇等，2013），而在群体层面

探讨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影响的研究很少。已有研究表明公正氛围对群体组织公民行为

具有正向作用（如Ehrhart，2004；Liao和Rupp，2005；Ambrose等，2013），这为我们研究公正氛围

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影响提供依据。因为建言行为和组织公民行为同属角色外行为，具有相似的

特点，可能存在共同的影响因素（Van Dyne和LePine，1998；段锦云，2011）。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SIP）认为，个体会根据工作环境

提供的线索来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并根据所获得的信息调整自己后续的态度和行为

（Salancik和Pfeffer，1978）。组织氛围作为一种工作环境，产生于组织成员间的互动，并通过向

成员提供关于组织期望、鼓励和支持的行为的线索、信息，进而影响员工们的态度和行为（段锦

云等，2014）。在本研究中，公正氛围作为一种工作环境，会不断传递出建言是否会受到组织公

正对待的信息，员工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加工来决定自己是否建言。具体来说，程序公正氛围让

员工感受到，组织在分配、奖励、晋升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公正无偏，因此员工不

必担心因建言而导致自己在这些方面受到影响；分配公正氛围让员工感受到，自己所得薪酬和

待遇合理，能够体现自己的劳动付出和努力，因此员工没有因建言会导致薪酬降低的忧虑；人

际公正氛围让员工感受到来自领导的信任和尊重，自己与领导间的权利距离缩小，因此员工便

可以与领导坦诚交流，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信息公正氛围让员工感受到，领导会及时、耐心地

向自己解释分配程序和结果的新情况、新变化，员工享有了知情权，内心得到满足，更易于建言。

基于以往研究和上述分析作出如下假设：

H1：组织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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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正氛围与建言氛围

Ehrhart等（2014）根据在组织中的不同作用，将组织氛围分为过程氛围（process climates）
和战略氛围（strategic climates）。过程氛围聚焦于发生在组织内部的、作为日常管理运行一部分

的内部过程（internal processes），如公正氛围、伦理氛围和多元化氛围等；战略氛围则关注那些

能够通过外部准则（external criteria）来测量的某种特定战略结果，如服务氛围、安全氛围和创

新氛围等。他们还认为过程氛围为战略氛围的产生奠定了条件，能够对战略氛围产生影响。但

过程氛围并不直接产生战略氛围，而是通过对组织的影响，使组织内部产生针对某个更加具体

的战略目标的政策和实践活动，这些新形成的政策和实践活动进一步促成了某种战略氛围的

形成。建言氛围与服务氛围、安全氛围和创新氛围一样，关注的是组织的某种特定战略结果（建

言行为），符合战略氛围的定义。

目前，关于过程氛围和战略氛围的研究正在成为组织氛围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对其研究

还处于理论假设阶段，尚未发现相关实证研究。有学者（如段锦云等，2014；Ehrhart等，2014；张
晓怿等，2016）认为，探讨不同组织氛围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结果变量的不同作用是值得尝试

且非常有意义的。以往关于不同组织氛围间相互作用及其对结果变量共同作用的研究也为本

研究提供了实证依据。Wallace等（2006）研究发现，组织支持氛围和领导—员工关系氛围均对

安全氛围具有正向影响，并均能通过安全氛围的中介作用降低职业事故。Frazier（2009）认为，

工作投入氛围能够正向影响建言氛围，并能通过建言氛围的中介作用促进群体建言行为。李圭

泉等（2014）发现，变革型领导可以激发公正氛围和创新氛围，而这两种氛围并不能直接影响知

识共享，而必须通过亲密氛围的中介作用来传递影响。

建言氛围是员工对所处工作环境对员工建言行为鼓励程度的共享感知（Morrison等，

2011）。这种工作环境可能包括，组织在鼓励员工建言方面制定的规章制度和执行情况，领导对

员工建言是否鼓励和采纳的态度，其他员工工作中实际表现出来的建言行为的积极程度，以及

员工通过与同事交流获得的领导对员工建言的鼓励程度。这些工作环境均可视作公正氛围所

产生的政策和实践活动。具体来说，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是程序公正氛围的体现；领导

的态度、其他员工的行为和从其他员工获得的领导态度，是分配、人际和信息公正氛围的体现。

在程序公正氛围的影响下，组织所制定的规章制度中有关员工建言的内容应该公平、合理，且

在执行中公正无偏；在分配公正氛围的影响下，员工对劳动所得与自己付出的对比，将会影响

员工实际的建言行为；在人际公正氛围的影响下，员工因感受到了领导的关怀和感召，而更愿

与领导进行沟通；在信息公正氛围的影响下，员工因对组织的政策和执行情况享有充分的知情

权，而更倾向于向组织表达心声。员工经过对以上组织的政策和实践活动的感知，经与其他员

工的彼此交流和行为表现，从而形成对组织鼓励员工建言程度的心理感知。当组织所有或大多

数员工的这种心理感知趋于一致时，建言氛围便会产生。

Morrison等（2011）认为，员工对建言环境是否安全的心理感知，是建言氛围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心理安全则是影响员工是否建言的主要因素（段锦云，2012；段锦云和张倩，2012）。研究

表明，领导、人际、信息公正能够缩小领导—员工权力距离（段锦云和张倩，2012；容琰等，

2015），降低员工的焦虑和抑郁情绪（Spell和Arnold，2007），提高员工的心理安全感知（Kahn，
1999；Edmondson，1999；Carmeli等，2009）。现有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的程序公正（Niehoff和
Moorman，1993；佟丽君和吕娜，2009）、分配公正（段锦云等，2007；张戌凡等，2013）、人际公正

（刘安妮和周浩，2015；Takeuchi等，2012；王怀勇等，2013）和信息公正（刘安妮和周浩，2015；王
怀勇等，2013；）均能影响员工建言行为。每位员工通过对其他员工因组织公正影响而表现出来

的建言行为进行感知，进而形成组织的建言氛围。将这种影响上升至群体层面，本研究认为公

正氛围也会对群体建言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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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组织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氛围具有正向影响。

（三）建言氛围的中介作用

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建言氛围作为一种工作环境，会不断传递出组织是否鼓励员工建

言献策的信息，员工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加工来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决定自己是

否建言。关于建言氛围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学者们分别从群体层面和群体—个体层面进行了研

究，均得出了建言氛围能够促进建言行为的结论。Morrison等（2011）以印度一家大型跨国化工

企业的42个工作组的253名员工及其领导为样本，采用上下级配对的方式，研究了群体层面的

工作组建言氛围对员工个体建言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建言氛围对员工个体建言行为具有跨

层次的正向影响，且建言氛围还能跨层次调节个体认同和员工个体建言行为间的关系。

Frazier和Bowler（2012）以美国中西部一家大型建筑设施和维护企业的54个工作组的374名员

工为样本，探讨了群体层面的建言氛围、建言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群体建言氛围

能够对群体建言行为产生积极影响，还能通过群体建言行为的中介作用对群体绩效产生影响。

关于组织公正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机制，学者们多是从个体层面研究。刘安妮和周浩（2015）
基于紧张缓解理论，验证了心理压力在互动公正和员工建言行为间的中介作用，认为心理压力

是阻碍员工建言的直接原因，而互动公正则能通过与员工的积极交流缓解员工的这种心理压

力。佟丽君和吕娜（2009）发现，程序公正可以提高员工对组织的整体评价，影响其心理授权。而

当员工在心理上对被授权的体验增强时，能够提升其对影响组织、改善组织的信心，从而表现

出更好的建言行为。王怀勇等（2013）认为，互动公正能够使员工从与主管的社会交换互动中感

知到公正，这种情感信任可以让员工心甘情愿地向主管提出对组织发展有利的建议。

景秀丽（2016）认为，组织公正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员工对建言是否安全的心

理感知发生作用。她还发现，组织支持可以缓解员工的建言不安全感知，当组织支持高时，员工

会感知到较高的组织宽容，从而降低其对因建言失败而会导致负面结果的不安全感知，因此员

工更敢于建言。公正氛围可以提高员工建言的心理安全感知，增强员工建言动机（Morrison等，

2011）。如果在组织中建立良好的员工建言渠道，可以提升员工对组织公平的感知，进而提高员

工的工作满意度、判断力、人际关系和工作绩效，使员工更积极地参与建言行为，而这个渠道便

是良好的建言氛围（Van Prooijen等，2004；段锦云和张倩，2012）。
张晓怿等（2016）根据Ehrhart等（2014）的理论进一步推出，过程氛围会通过特定氛围的中

介作用对员工行为（如建言行为）产生间接影响。Wallace等（2006）、Frazier（2009）和李圭泉等

（2014）的研究也为此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本研究认为，公正氛围产生了影响员工对建言感知

的政策和实践活动，这些政策和实践活动进而形成了建言氛围，而这种建言氛围进而影响到员

工后续的建言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群体建言氛围在组织公正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本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组织公正氛围
程序公正氛围

分配公正氛围

人际公正氛围

信息公正氛围

群体建言氛围 群体建言行为

 
图 1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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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过程和被试来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研究所需数据。所用测量工具均为目前国外较为成熟的量表，

根据本研究内容进行了语义转换。其中，公正氛围量表是在个体组织公正感知量表的基础上进

行修订的，因此对修订后的量表进行了预测试，并再次进行修改，形成正式问卷。

研究于2017年3月在天津一家大型新能源民营企业展开。研究之前，作者通过社会关系结

识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向其讲明本研究目的，得到其认可和支持，并了解到该

企业的组织机构设置。该企业负责生产的科室大多设有工作组，而对于研发、财务、人事等人员

较少的科室并未下设工作组。为保证数据来源多样性，本研究将未设置工作组的科室也视为工

作组，由该负责人在发放问卷时向填写人员讲明。

根据Liao和Rupp（2005）对工作组的定义，结合刘小禹和刘军（2012）、容琰等（2015）的研

究，我们对参与问卷调查的工作组制定如下筛选标准：（1）组员不少于3人；（2）组员之间、组员

与组长间工作中交往密切；（3）有一个明确的领导者（组长），组内不存在层级划分，组员直接向

组长汇报工作；（4）组员共同工作6个月以上，入组时间较短不易与组内其他组员形成共享感

知；（5）处于同一地理空间，不存在虚拟工作组或远程沟通工作组；（6）对于组员人数多于10人
的工作组，随机挑选3—6名组员参与答题；（7）对于多于一名组长的工作组，挑选一名工作中与

组员交往密切且直接接受组员报告的组长答题。

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问卷分成A、B卷，由不同人员填写。A卷包含

组织公正氛围问卷和建言氛围问卷，由工作组员工填写；B卷为群体建言行为问卷，由该工作

组组长填写。作者事先将参与调查的每个工作组的A、B卷装入档案袋，由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的负责人进行编号。为避免问卷因组长分发而给员工造成心理压力，影响问卷的真实性，

该负责人采取组长和员工分开填写问卷方式。在企业一次工作例会上，该负责人首先将B卷分

发给每位组长填写，收回后依次放入原档案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该负责人定期请各组员工

到其办公室填写A卷，收回后放入相应组的档案袋，然后用双面胶密封。数据收集完毕后集中

交给作者。所有问卷均采用匿名填写方式。

本次研究共发放员工问卷412份，组长问卷82份。数据收集历时一个月，共回收员工问卷

386份（回收率94%），组长问卷82份（回收率100%）。剔除所有得分一致、漏答严重的问卷70份，

最终保留77个工作组的有效问卷392份，其中员工问卷315份，组长问卷77份。组员中，男性

227人（72%），女性88人（28%）；年龄在21—30岁间241人（76%）；大专及以上132人（42%）。组长

中，男性66人（86%），女性11人（14%）；21—30岁55人（72%）；大专及以上41人（53%）。工作组类

型上，生产47组（61%），人事7组（9%），财务10组（13%），研发7组（9%），营销6组（8%）。工作组

规模上，3—5人11组（14%），6—8人25组（32%），9—10人15组（19%），10人以上26组（35%）。

（二）测量工具

1. 组织公正氛围。采用Colquitt（2001）编制的四维度组织公正量表。此量表最初用于测量

个体层面的组织公正感知。后来很多学者在研究公正氛围时，采用Chan（1998）提出的直接一

致性模型（如Colquitt等，2002；Liao和Rupp，2005）或参照点转换一致性模型（如Ehrhart，2004；
Ambrose等，2013），将个体层面的个人感知聚合至群体或组织层面的公正氛围。两种模型都以

存在较高的组内一致性为数据聚合的前提，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参照点从个体转换

为群体或组织（于海波等，2004），即在题目描述上进行参照点转换，如在测量分配公正氛围的

题目中，将“我的薪酬反映了我对工作组的贡献”（直接一致性模型），转换为“我们的薪酬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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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对工作组的贡献”（参照点转换一致性模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使用参照点转换一

致性模型来测量公正氛围（王怀勇和刘永芳，2010）。本研究基于Colquitt（2001）的量表，采用参

照点转换一致性模型修订了组织公正氛围量表。

作者选取了天津、唐山、青岛三家企业的34个工作组的184名员工对量表进行测试。对回收

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正交旋转后提取主成分的方法，强制提取4因子，并以因子载

荷大于0.4为标准筛选题项，删除信息公正氛围一题。正式量表共19题（α=0.96），其中程序公正

氛围7题（α=0.93），典型题目“我们能够在工作组有关分配、奖励、晋升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的制

定和执行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分配公正氛围4题（α=0.89），典型题目“我们的薪酬反映

了我们对工作组所做的努力”；人际公正氛围4题（α=0.88），典型题目“工作组的领导对我们很

礼貌”；信息公正氛围4题（α=0.85），典型题目“工作组的领导能够向我们详细地介绍工作组有

关分配、奖励、晋升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的情况”。在满足聚合条件的前提下，将个体得分加总平

均代表工作组得分。

2. 群体建言氛围。采用Frazier（2009）根据Van Dyne和LePine（1998）的建言行为量表改编

的群体建言氛围量表，共6题（α=0.91），典型题目“我所在的工作组，鼓励员工们在发现影响工

作组的问题时对此提出建议”。在满足聚合条件的前提下，将个体得分加总平均代表工作组得分。

3. 群体建言行为。采用Van Dyne和LePine（1998）的员工建言行为量表，共6题（α=0.78）。组
长对整个工作组评分，作为该工作组的群体建言行为得分。典型题目“我所主管的工作组的员

工们，当发现影响工作组的问题时能够对此提出建议”。
以上所有测量工具均请英语专业老师翻译成中文，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语义转换，测量

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

4. 控制变量。有学者认为，在群体层面的研究中，群体规模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如

Frazier，2009；Wallace等，2006）。因此，本研究将工作组的规模（人数）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分析、统计工具

本研究采用SPSS22.0对数据进行分析和统计。

四、  数据分析及假设检验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尽管采用了组长和员工分开填写问卷的方式，但由于公正氛围和建言氛围问卷都

由员工填写，因此有必要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没有

一个单一因素占据大部分解释量，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二）数据聚合

个体层面的数据聚合至群体层面时需要进行评分一致性检验（Schneider等，2013）。常用的

检验标准有rWG（组内评分者信度，James，1984）和ICC（1）、ICC（2）（组内相关系数）。一般来说，

rWG需满足：中位数>0.7且>0.7的rWG数占总数的90%以上（罗胜强和姜嬿，2014）。ICC需满足：

ICC（1）>0.25，ICC（2）>0.75（LeBreton和Senter，2008）。本研究中，各变量rWG的中位数、>0.7的
rWG占比及取值范围如下：程序公正氛围（0.95，94%，0.35—0.99）、分配公正氛围（0.89，94%，

0.36—0.98）、人际公正氛围（0.92，95%，0.36—1）、信息公正氛围（0.91，94%，0.18—0.99）、群体

建言氛围（0.95，96%，0.56—1）。各变量的ICC（1）和ICC（2）的得分为：程序公正氛围ICC（1）=
0.56，ICC（2）=0.83；分配公正氛围ICC（1）=0.38，ICC（2）=0.71；人际公正氛围ICC（1）=0.39，
ICC（2）=0.72；信息公正氛围ICC（1）=0.47，ICC（2）=0.78；群体建言氛围ICC（1）=0.4，
ICC（2）=0.73。本研究的评分一致性检验符合标准，可以进行数据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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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为描述性统计表，显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和相关系数。可

以看出，程序、分配、人际、信息四种公正氛围与群体建言氛围均正相关（r=0.75，r=0.73，
r=0.72，r=0.74，p<0.05），与群体建言行为也均正相关（r=0.63，r=0.61，r=0.69，r=0.61，p<0.01）。
群体建言氛围与群体建言行为正相关（r=0.74，p<0.05）。相关分析的结果与之前假设相一致。同

时我们还发现，四种公正氛围间存在高度相关（均值为0.81）。

（四）假设检验

本研究主要采用层级回归（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ing，HRM）的方法对假设进行检

验。罗胜强和姜嬿（2014）认为，当有两个或以上的自变量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时，自变量间可能

存在多重共线性（multicollinearity），回归系数的估计可能出现严重偏差。通过多重共线性诊

断，四种公正氛围间的变异膨胀系数（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的均值为4.67，接近高共线

性为5的临界值。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公正氛围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如程序公正氛围和分配公正氛围（李

晔等，2003；Erdogan和Bauer，2010），程序公正氛围和交互公正氛围（张汉鹏等，2014）。这也是

很多学者对组织公正的维度划分始终存在不同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Colquitt（2001）对此前

25年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组织公正的四个维度可以分开，能够对结果变量

产生不同的影响。十几年后，Colquitt等人（2013）再次通过元分析证实了他们此前的研究结果。

Liao和Rupp（2005）在研究程序公正氛围、人际公正氛围、信息公正氛围对组织承诺、组织

满意度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时，也遇到了三种公正氛围高度相关的问题（群体层面均值

0.82，个体层面均值0.74）。他们并未将三种氛围合并为一种，而是把每种氛围单独放入回归方

程，探讨对因变量的影响。因为他们不想掩盖不同公正氛围对结果变量真实的、不同的影响。

本研究中公正氛围的维度和相关性与Liao和Rupp（2005）的研究相似，所以也采取将自变

量逐个放入回归方程的办法，逐一验证其对中介变量群体建言氛围和因变量群体建言行为的

影响，并采用温忠麟等（2004）对中介作用的检验方法对群体建言氛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由表2可以看出，模型一、三表明控制变量团队规模对群体建言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的影

响不显著。模型二、四表明程序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氛围（β=0.75，p<0.01）和群体建言行为

（β=0.63，p<0.01）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五在放入群体建言氛围后，程序公正氛围对群体

建言行为的影响不再显著（β=0.18，p>0.1），而群体建言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影响显著

（β=0.60，p<0.01），表明群体建言氛围在人际公正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由表3可以看出，模型一、三表明控制变量团队规模对群体建言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的影

响不显著。模型二、四表明分配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氛围（β=0.73，p<0.01）和群体建言行为

（β=0.61，p<0.01）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五在放入建言氛围后，分配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名称 M SD 1 2 3 4 5 6
1.程序公正氛围 3.65 0.73 （0.93）
2.分配公正氛围 3.73 0.62 0.84** （0.89）
3.人际公正氛围 4.06 0.56 0.80** 0.72** （0.88）
4.信息公正氛围 3.87 0.60 0.88** 0.81** 0.83** （0.85）
5.群体建言氛围 4.00 0.59 0.75** 0.73** 0.72** 0.74** （0.91）
6.群体建言行为 4.20 0.52 0.63** 0.61** 0.69** 0.61** 0.74** （0.78）

　　注：括号内为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表示p<0.05；n=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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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影响不再显著（β=0.17，p>0.1），而群体建言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影响显著（β=0.61，
p<0.01），表明群体建言氛围在人际公正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由表4可以看出，模型一、三表明控制变量团队规模对群体建言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的影

响不显著。模型二、四表明人际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氛围（β=0.73，p<0.01）和群体建言行为

（β=0.70，p<0.01）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五在放入群体建言氛围后，分配公正氛围对群体

建言行为的影响有所减小，但仍有显著影响（β=0.34，p<0.05），而群体建言氛围对群体建言行

为的影响要大于分配公正氛围（β=0.50，p<0.01），表明群体建言氛围在人际公正氛围和群体建

言行为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由表5可以看出，模型一、三表明控制变量团队规模对群体建言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的影

响不显著。模型二、四表明信息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氛围（β=0.74，p<0.01）和群体建言行为

（β=0.61，p<0.01）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模型五在放入群体建言氛围后，信息公正氛围对群体

建言行为的影响不再显著（β=0.14，p>0.1），而群体建言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影响显著

（β=0.63，p<0.01），表明群体建言氛围在信息公正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表 2    程序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层级回归结果

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
因变量为群体建言氛围 因变量为群体建言行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团队规模 –0.08 0.01 –0.09 –0.02 –0.02
程序公正氛围 0.75*** 0.63*** 0.18
群体建言氛围 0.60***

Adj R2 –0.01 0.55 –0.00 0.38 0.54
F 0.52 47.91*** 0.67 24.40*** 30.30***

ΔR2 0.01 0.56 0.01 0.39 0.16
ΔF 0.52 94.66 0.67 47.71 25.78
　　注：Adj R2表示调整后R2；β为标准化Beta值；**表示p<0.05，***表示p<0.01；n=77。下同。

表 3    分配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层级回归结果

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
因变量为群体建言氛围 因变量为群体建言行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团队规模 –0.08 0.00 –0.09 –0.02 –0.02
分配公正氛围 0.73*** 0.61*** 0.17
群体建言氛围 0.61***

Adj R2 –0.01 0.52 –0.00 0.36 0.54
F 0.52 41.53*** 0.67 22.38*** 30.22***

ΔR2 0.01 0.52 0.01 0.37 0.18
ΔF 0.52 81.98 0.67 43.72 28.97

表 4    人际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层级回归结果

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
因变量为群体建言氛围 因变量为群体建言行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团队规模 –0.08 0.05 –0.09 0.04 0.01
人际公正氛围 0.73*** 0.70*** 0.34**

群体建言氛围 0.50***

Adj R2 –0.01 0.50 –0.00 0.47 0.58
F 0.52 39.20*** 0.67 33.99*** 35.92***

ΔR2 0.01 0.51 0.01 0.47 0.12
ΔF 0.52 77.34 0.67 66.72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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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可见，组织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均具有促进作用，群体

建言氛围在组织公正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具有中介作用。所有假设均得到支持。

五、  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77个工作组的392份调查问卷数据，实证分析了群体层面组织公正氛围对群体

建言行为的影响，并引入建言氛围作为中介变量，从过程氛围和战略氛围的角度，探讨了二者

的影响机制。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具有促进作用。程序、分配、人

际、信息四种公正氛围均能促进工作组员工的群体建言行为。公正氛围越浓厚，建言失败受到

不公正对待的可能性越低，因而员工更愿意为工作组的发展建言献策。第二，公正氛围能够促

进良好建言氛围的产生。公正氛围有利于工作组制定鼓励员工建言方面的方针政策，有利于领

导对员工做出公平、合理的评价，有利于其他员工的个体建言行为。员工通过对这些方针政策、

领导行为和其他员工的实际表现，会形成对工作组鼓励建言的心理感知，进而形成建言氛围。

第三，建言氛围在公正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间具有完全或部分中介作用。公正氛围能够增强员

工对建言的心理安全感知，当工作组全体或大部分员工的这种心理安全感知趋于一致时便会

形成建言氛围，这种建言氛围进一步影响着工作组群体员工的建言行为。本研究发现，建言氛

围在人际公正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说明公正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间还

可能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有待研究。

（二）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

在中庸思想、家长式领导和集体主义等中国文化背景下，建言行为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危险

的组织行为，员工在这种环境下进行建言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段锦云和张倩，2012；段锦云，

2012）。因此，本研究从群体层面研究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影响，以及建言氛围在二者间

的中介作用，能够对组织促进员工建言、激发组织活力、提高组织绩效提供理论和现实上的参考。

本研究在理论上的贡献体现在：第一，验证了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促进作用，这与

个体层面的研究结论一致，是对组织公正理论和建言理论在群体层面的一次拓展。第二，发现

了公正氛围对建言氛围的积极影响，以及建言氛围在公正氛围与群体建言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这既是首次从过程氛围和战略氛围角度，对两种不同组织氛围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也

是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影响机制研究的首次尝试。第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修订了组织

公正氛围量表，为以后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工具。

现实中，研究结果将向管理者启示：第一，组织要想促进员工建言，首先需从政策上和实践

上营造公正氛围，以打消员工因建言而可能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顾虑。公正氛围形成后，会促成

良好的建言氛围，进而激发员工的建言行为。政策上，要保证利益分配的规章制度在制定和执

表 5    信息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层级回归结果

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
因变量为群体建言氛围 因变量为群体建言行为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团队规模 –0.08 0.02 –0.09 –0.01 –0.02
信息公正氛围 0.74*** 0.61*** 0.14
群体建言氛围 0.63***

Adj R2 –0.01 0.53 –0.00 0.35 0.53
F 0.52 44.32*** 0.67 21.61*** 29.72***

ΔR2 0.01 0.54 0.01 0.36 0.18
ΔF 0.52 87.53 0.67 42.20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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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公平、合理；实践上，领导要尊重、信任和公正评价下属，这样能拉近领导与员工间的距离，

使员工感到组织的关怀，同时领导要经常与员工进行交流，及时、耐心地向员工讲解组织有关

分配的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让员工享有足够的知情权。第二，组织中会存在个别对组

织公正特别敏感的员工，此时组织应关注的是全体员工的组织公正感知，而非特殊的群体或个

人。第三，组织活力的激发，绝非是个别能言善辩者的独角戏，需要全体员工群策群力。领导者

不应只关注那些组织中的“活跃分子”，而忽视了那些不善言谈但却满腹经纶且对组织充满热

情的员工。第四，公正绝非意味着平均，组织应建立建言考核机制，对积极、合理建言的员工给

予奖励，这既能进一步激励该员工，也是对其他员工的鞭策。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由于本研究中的四个自变量间高度相关，以致不能将四种

公正氛围同时进行回归，以发现哪种公正氛围对群体建言行为的影响最大，这是本研究最大的

不足和遗憾。造成高相关的原因可能在于：（1）样本量偏少，不足以消除多重共线性带来的影

响；（2）样本代表性不足、员工整体教育程度不高，本研究中的工作组成员大多来自一线生产员

工，教育程度偏低，可能对问卷部分题目理解有偏差；（3）采用横向研究，所有数据在同一时间

收集，容易造成答题者对四种公正氛围打分的趋同性。第二，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群体建言行为，

而实际测量更多的是一种领导对整体员工过去行为的知觉和感知，尽管这是目前对角色外行

为研究的主要测量方法（段锦云，2012），但还是与真实的行为所有区别。第三，本研究以工作组

为样本，未在其他群体组织中进行验证。第四，本研究只将四种公正氛围作为自变量，探讨其对

其他变量的影响，未考虑四种公正氛围间的相互作用对结果变量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入手：第一，可通过加大样本量，变换被试人群，或是采用纵向研

究，对四种公正氛围分开测量，以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不同公正氛围对群体建

言行为的不同影响程度。第二，可采用观察法或实验法，以获得更为接近真实建言行为的数据。

第三，可尝试更具稳定性的正式组织，如“团队”为研究样本，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在群体层面的

适用性，或是在组织层面对组织公正对建言行为的影响关系进行验证。第四，Takeuchi等
（2012）研究曾发现，程序公正能够在人际公正和建言行为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即程序公正越

强，人际公正对建言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小。因此，未来可研究不同公正氛围的交互作用对结果

变量的影响，以及某种公正氛围对其他公正氛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第五，本研究发现，建言氛

围在人际公正氛围和群体建言行为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未来可继续探讨公正氛围和群体建

言行为间是否存在其他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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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Motivate the Organization?
A Group-Leve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and Its Mechanisms of

Justice Climate on Group Voice Behavior

Zhang Xiaoyi,  Wang Yun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Summary: In this study, the influence of justice climate on voice climate is studied from the angle
of process climate and strategic climat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influence of procedural, distributive,
interpersonal and informational climate on group voice behavior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voice
climate are studied on the group level for the first time. Meanwhile, the measurement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is  adjusted  on  the  basis  of  former  researches.  Data  comes  from  392  employees
constituting 77 groups of a large new energy private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the method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ing is used to test our hypothesis.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Firstly,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which includes procedural,
distributive,  interpersonal  and informational  justice  climat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group voice
behavior. The stronger justice climate in the group is, the fewer injustice results come from the failure of
voice. So, employees are more apt to speak up. Secondly,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group voice climate. A positive justice climate is beneficial for a group to formulate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which  encourage  employees  to  speak  up,  for  leaders  to  judge  employees  fairly  and
reasonably,  and for  other  employees  to  speak up.  Based on these  guidelines  and policies,  leader
behaviors, and other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s, employees have their own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group encourages speaking up, and then group voice climate emerges. Thirdly,
voice climate has a full or partial mediate func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and group
voice  behavior.  A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can  enhance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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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ion of voice behavior. The group voice climate which comes from all or most employees of a
group when they have the sam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of voice behavior can further influence the
voice behaviors of employees in the group. In this study, a partial mediate function of voice climate
between interpersonal justice climate and group voice behavior is founded, which means there may be
other variables between them.
　　This paper has som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irstly, the study on the effect of justice climate on
voice behavior on the group-level is an expansion for the studies o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voice.
Secondly, it i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effect of justice climate on voice climate and the mediate
function of voice climat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rocess climate and strategic climate is studied. Thirdly,
the measurement of justice climate which is revised based on a former scale may be useful to future
researches. This paper also has som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irstly,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employees’ voice behavior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to organizations. Secondly, a
positive justice climate can promote group voice behavior, so organizatio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not
only justice of distributive results, but also justice of policies and process about these distributive results
in  deciding  and  performing.  Meanwhile,  leaders  should  show employees  respect  and  trust,  and
frequently explain to them for the policies, process and results. Thirdly, justice climate is good for the
formation of a positive voice climate, and then enhance group voice behavior.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justice climate; voice climate; voice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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